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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明星关系嵌入与粉丝社区嵌入
对青年社会参与的影响研究

胡岑岑　 朱　 格

摘要:尽管围绕“追星”及“饭圈”的争议从未停止,但粉丝文化正逐渐成为影响青年公

共生活的一股新力量。 基于嵌入性理论,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探索粉丝—明星关系嵌入与

粉丝社区嵌入对青年社会参与的影响机制。 研究发现,粉丝—明星关系嵌入与粉丝社区嵌

入均显著正向影响青年粉丝的线上社会参与,并进一步促进其线下社会参与。 此外,粉

丝—明星关系嵌入对主张性社会参与的影响更强,而粉丝社区嵌入对协作性社会参与的影

响更为突出,体现出两类嵌入对青年粉丝社会参与的差异化影响。 研究表明,粉丝的“追

星”活动及“饭圈”生活对青年的社会参与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相关主体应通过正确引导

使其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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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参与不仅在青年的健康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还关系着社会福祉与社区的有效治

理,是促进民主协商和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2017 年 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

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 》明确提出,“要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高度,把青年

发展摆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 ;其中,“社会参与”被列为青年发展的重要领

域,规划指出应“引领青年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事务” [1] 。
另一边厢,在文化娱乐产业蓬勃发展、社交媒体平台快速普及的背景下,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样

态,粉丝文化已经从一种“圈子”文化逐渐走向大众视野。 伴随日益庞大的粉丝队伍和高度活跃的粉

丝行为而来的,并不总是积极的粉丝形象,粉丝常常因为“粉丝大战、偶像崇拜以及对其他明星竞争

者和其他粉丝的巨大仇恨”等“有毒”行为而广受批评[2] 。
然而,今天的粉丝已经不仅与他们喜爱的明星、文化作品或其他感兴趣的事物的成功有关,还发

展成为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事务的一股新力量[2] 。 《哈利·波特》 的粉丝成立了民间非营利组织

“哈利·波特联盟” ( HPA) ,该联盟的目标是作为一个公民组织参与政治生活[3] 。 韩国 K-POP 组合

防弹少年团的粉丝则成立了一个名叫“ One
 

In
 

An
 

ARMY”的志愿者团体,旨在通过小额月捐的方式

募集资金来支持各类非营利组织。 中国粉丝当然也不例外。 2006 年 3 月,李宇春的粉丝在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设立了“玉米爱心基金” ,该基金是我国第一个由歌迷捐设和命名的专项慈善基金[4] 。 在

“萨德导弹” “帝吧出征”等相关事件中,粉丝群体积极投身维护国家权益的网络行动中;在 2020 年

抗击新冠疫情期间,粉丝也统筹完成了大量紧缺医疗物资的捐赠。 实际上,我国粉丝文化与国家权

力的互动比西方粉丝文化更密切[5] ,因此,我国粉丝的社会参与在近些年一直处于比较活跃的状态。
在此背景下,我们有必要结合实证数据探讨粉丝文化之于青年社会参与的意义。

作为社会个体,青年会因为各种原因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但当这些个体拥有了粉丝身份,他们还



会受到一些非粉丝难以感受到的粉丝文化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粉丝对象及粉丝社区。
因此,本研究基于嵌入性理论,引入粉丝—明星关系嵌入及粉丝社区嵌入两个概念,通过对 915 名

15 ~ 30 岁的粉丝进行网络问卷调查,探讨“追星”以及“饭圈”活动对青年社会参与产生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关键概念:社会参与

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参与主要指互助和公民服务等把个体和他人联系起来的活动,包括志愿活

动、公共议题的讨论及行动、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等[6] 。 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人们获得了更多的表达

机会,能够借助多样化的媒体平台对公共议题进行集体讨论和参与,社会参与的形式也随之更新扩

展,标签行动主义( hashtag
 

activism) 、在线请愿( online
 

petitions) 、数字抗议( digital
 

protests)等参与形

式在年轻一代中尤为盛行。 因此,本研究采纳较为宽泛的定义,将“社会参与”界定为社会成员通过

一定的方式或渠道参与的、旨在识别和解决公众关注的问题的个人和集体行动[7] 。
根据不同的标准,国内外学者对社会参与的类型做出了多种划分。 如根据是否符合现行法律法

规的制度框架,分为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8] ;通过对参与行为和认知指标的提炼,分为政治参

与、公民参与、认知参与( cognitive
 

engagement)和公共声音( public
 

voice) [9]12 。 本研究参考 Putnam 关

于“互惠性规范”的相关论述[10]18-21,134-147 及 Dalton 提出的“主张性规范” [11] ,根据社会参与规范取向

的差异,将社会参与分为协作性参与和主张性参与,前者主要是指通过观点表达、志愿服务及慈善捐

助等方式,将个人资源投入公共领域,以支持和赋能来增进公共福祉的参与方式;后者则主要指通过

投诉举报、政策建议或消费抵制等方式,向政府、市场或公众提出明确诉求,通过监督权力和主张权

利来推动改变的参与方式。 同时,按照参与途径的差异将社会参与分为线上社会参与及线下社会参

与,前者指通过互联网途径实现的社会参与,后者指通过互联网以外的途径完成的社会参与。
(二)理论视角:嵌入性理论

嵌入性( embeddedness)最早由 Polanyi 在其著作《大转型》中提出,他认为,经济体系是嵌入社会

关系的[12]272 。 此后,该概念经由 Granovetter 的研究阐发重新得到关注。 其批评了过度社会化和低度

社会化的两种传统观点,指出人是嵌入具体的、持续运转的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者,因此其经济行为不

是完全由市场规则或个人理性决定的,还会受到社会结构、关系和规范的深刻影响[13] 。 随着嵌入性

理论的不断拓展和完善,该理论不仅被用来解释经济和市场行为,还被引入政治学、心理学、组织行

为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不同学者根据研究主题的需要对嵌入性进行了分类,形成了几种典型的分析框架,包括结构性

嵌入和关系性嵌入框架,结构嵌入、认知嵌入、文化嵌入和政治嵌入框架等[14] 。 其中尤以结构性嵌

入和关系性嵌入框架在与其他研究领域的融合中应用最为广泛。 结构性嵌入主要强调网络内主体

的结构特征,即个体或组织在社会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如何影响其行为和决策;关系性嵌入则主要

强调网络内主体的关系特征,即关注个体或组织之间的关系强度和质量等如何影响其行为和决策。
既有研究表明,个体的关系性和结构性嵌入对其社会参与行为有重要影响。 通过连接情感、建

立信任、培养兴趣、塑造认知、强化认同、提供资源支持、累积社会资本等方式,关系性与结构性嵌入

对公民的政治参与[15] 以及居民的民主选举和公益服务参与[16] 都会产生影响。 因此,本研究以嵌入

性理论为基础,探索“粉丝”这一身份下两组最为重要的嵌入,即粉丝与明星的关系嵌入及粉丝社区

嵌入,对青年社会参与的影响。
(三)粉丝—明星关系嵌入与社会参与

自大众媒介兴起以来,媒介人物( media
 

personalities)对受众的影响不断提升,其中明星崇拜( ce-
lebrity

 

worship)被视为受众对媒体人物卷入度最深的类型[17] 。 明星崇拜是一种拟社会关系( paraso-
cial

 

relationship) ,是个体或群体对其主观认同的人物或形象表现出的关注、情感投射以及愿为其付

出的愿望,包含内部的认同和情感依恋,以及外部的行为倾向[18] 。

·77·胡岑岑　 等:粉丝—明星关系嵌入与粉丝社区嵌入对青年社会参与的影响研究



由于一些研究结果表明,明星之于粉丝的影响并不总是积极的[19-20] ,被称为“明星崇拜” 的粉

丝—明星关系很多时候被认为是非理性乃至病态的[21] 。 为了区别于这种在学术史中带有负面色彩

的概念,本研究使用“粉丝—明星关系嵌入”这一较为中性的概念来表示粉丝之于明星的关系嵌入程

度。 在既有研究中,粉丝—明星关系嵌入被认为是一个观众对他们从媒体接触到的名人进行思考、
感受和反应的心理过程[22] 。 但不断发展的粉丝实践和粉丝研究已经表明,粉丝之于明星并非是一

种单纯的心理投射,粉丝—明星关系的生成以及嵌入程度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粉丝在这段关系

中所采取的行动,以及他们投入的时间和金钱等资源[23-24] 。 作为一段关系中承诺程度的有力指标,
粉丝的投入培养了一种他们与偶像关系的参与感;随着投入的持续和增加,粉丝对于这种亲密关系

的感知越发强烈[23,25] 。 因此,本研究中的粉丝—明星关系嵌入将包括行为投入和资源投入两个维

度:前者指粉丝围绕明星所采取的具体实践行为,反映其在关系中的参与深度;后者指粉丝在追星过

程中投入的时间与金钱等客观资源,反映其对关系的资源投入程度。
社交媒体时代,粉丝—明星之间的拟社会关系不仅更容易形成,而且其强度远超传统媒体时代。

这一变化的核心在于,社交媒体打破了明星与粉丝之间的单向传播模式,以前所未有的“拟社交性”
( parasociability)扩展了拟社会互动的宽度和深度,明星通过分享他们的个人日常生活以及评论等方

式跟粉丝直接互动交流,与粉丝建立起“数字亲密关系” [17,26] 。 这种高度嵌入的关系有助于构建从

认知、态度到行为的一体化传导机制,驱动粉丝的社会参与。
首先,基于名人效应,明星的参与本来就能增加媒体议程中的问题进入公众议程的机会[27] ;加

之明星在粉丝意义世界中扮演着关键“信息节点”的角色,深度嵌入与明星关系的粉丝会对明星转发

或参与的公共事务保持较高的感知敏锐度,这种快速通道效应有效降低了公共信息流动的成本,提
升了粉丝对公共议题的信息接触与获取机会。 其次,粉丝—明星的数字亲密关系使粉丝更容易将明

星视为可接近、可信任的“社会他者” ,粉丝不仅可能将明星作为榜样进行观察和学习,而且可能对其

产生“愿望性认同” ( wishful
 

identification) ,从而倾向于内化明星的态度与价值观,并在行为上表现出

模仿倾向[28] 。 研究显示,Lady
 

Gaga 的粉丝表示与偶像的关系加强了他们自身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观,
并激发了他们新的观念[29] ;李宇春、张杰的粉丝视他们为榜样,并在他们的号召和示范下积极参与

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活动[4] 。 此外,粉丝—明星关系嵌入还有助于通过情感动员路径影响粉丝的社

会参与。 既有研究指出,情感在当前的社会参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个体往往是在情感的推动下进

入公共行动[30]115-136 ;而粉丝对明星的情感投入和情感依恋正是他们之间亲密关系的重要特征[31] 。
这种情感连接不仅让粉丝更容易被明星激发社会参与的情感动力,而且积累的情感能量还可能外溢

至公共领域,转化为对公共议题的表达与参与[32]102-148,[33] 。
在中国粉丝文化的语境下,这一转化过程还进一步受到“责任内化”机制的强化。 一方面,“粉丝

行为,偶像买单”这一长久以来形成的惯性认知,促使粉丝将个体表现与明星声誉深度绑定,为了降

低“污名化”给自身带来的认同威胁和给明星带来的事业危机,粉丝往往通过公益捐助等亲社会行为

来为明星积累道德资本[34] 。 另一方面,当前的资本逻辑和平台算法将粉丝情感转译为可量化、可比

较的劳动指标与贡献形式[35] ,促使粉丝逐渐形成了“用行动证明爱意”的规范性认知,并将维护明星

声誉与助力其职业发展内化为自身的责任与义务[36] 。 因此,在国家明星治理及市场流量经济的背

景下,无论明星是否直接号召和参与,深度嵌入与明星关系的粉丝都会倾向于通过具有较高的公共

可见性与社会正当性的社会参与来表达对明星的支持,助力明星公共形象的提升[34] 。
基于上述粉丝—明星关系的复杂效应,粉丝的社会参与行为往往呈现出较强的亲政府性和协作

性[37] ,但这并不意味着粉丝的社会参与缺少主张性。 相反,粉丝—明星关系嵌入会在特定情境下诱

发粉丝具有圈层特色的主张性参与行为。 一方面,深度嵌入与明星关系的粉丝,在情感依恋与认同

的基础上,更容易从明星的公共言行中感知议题的重要性,并将公共事务理解为与自身相关的情境,
从而将介入相关事务视为对明星的支持,进而获得行动的正当性感知与情感支持,降低对参与潜在

风险的顾虑,增强主张性参与的意愿。 另一方面,在平台技术逻辑、商业竞争逻辑和政治正确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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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驱使下,粉丝的部分线上主张性参与(如举报)成为了他们为明星争夺可见性、压制竞争对手及

拥抱主流文化的手段[38-39] 。 综上,本研究做出如下假设:
H1a:粉丝—明星关系嵌入显著正向影响其线上协作性社会参与

H1b:粉丝—明星关系嵌入显著正向影响其线上主张性社会参与

(四)粉丝社区嵌入与社会参与

在关于青年社会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中,社区嵌入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 研究表明,社
区对于青年的健康发展以及社会参与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40-41] 。 这种影响机制有多种可能性解释,
包括:①社区机会。 社区为年轻人提供了互动和参与的机会,通过这些亲身经历,年轻人能够了解到

作为社区成员行使权利和承担责任意味着什么,从而发展公民态度,成为积极的公民[42] 。 ②代际闭

合( intergenerational
 

closure) 。 “代际闭合”指的是一个社区的成年人和孩子之间相互联系的程度[43] 。
这种相互联系可以提高年轻人的安全感知,提升他们的知识和能力,还有助于社会网络的发展,增加

非正式的社会控制,从而增强年轻人的公民责任感,鼓励他们作为积极的和有能力的公民采取行

动[42,44] 。 ③集体效能感。 集体效能感代表了个人在分配、协调和整合其资源以成功应对特定情境需

求时共享的一种集体能力感[45]305-328 。 有效的社区互动和行动有助于提升社区成员的集体效能感,进
而鼓励他们的社会参与[46-47] 。

粉丝社区是当前最为活跃的在线社区。 作为一种典型的趣缘社区,粉丝社区呈现出独特的“关

系”结构:一方面,成员组成的随机性及其社会身份的差异性决定了社区中存在着大量的“弱关系” ,
这些弱关系成了连接不同社会圈子的“桥梁” ;另一方面,由于成员具有高情感卷入度,社区内部互动

频繁,展现出明显的“强关系”结构,强化了社区凝聚力[48] 。 这种独特的关系结构使得粉丝社区满足

了过往研究当中提供社区机会、形成代际闭合以及建构集体效能感的要求,从而有助于促进嵌入其

中的粉丝的社会参与。
不过,粉丝的社区嵌入并非同质化的单一过程,而是通过不同类型的参与实践得以实现。 总体

而言,当前我国粉丝在社区中的参与呈现出由日常互动向组织化协同逐步深化的特征[49] 。 为了更

清晰地捕捉这种特征,本研究将粉丝社区嵌入细化为两个维度:一是以信息交流与情感联结为核心

的社区互动,主要表征粉丝在社区中的关系性嵌入,这是社区机会与代际闭合得以实现的基础;二是

以目标导向和组织化协同行动为特征的社区协作,主要表征粉丝在社区中的结构性嵌入,这是粉丝

建构集体效能感的前提。
在夯实社区关系结构与提升社区效能感的同时,社区互动与社区协作还有助于粉丝实现与明星

亲密关系的想象和体验,并在此过程中深化粉丝围绕明星形成的共同情感依恋,强化粉丝社区内部

的联结[50-51] 。 因此,当粉丝个体高度嵌入粉丝社区时,可能会产生潜在的政治后果:一方面,身处社

区的粉丝有更多的机会讨论和了解明星的每个方面,这可能有助于强化明星社会参与相关言行的传

播效果;另一方面,粉丝社区中的崇拜气氛可以培养同辈压力,促使粉丝将明星的言论和社会态度放

在最重要的位置,从而提升明星的影响力[37,52] 。
此外,诚如上文所言,在中国独特的粉丝文化中,粉丝总是带着责任感或道德义务去接近偶像,

将承诺回馈和支持偶像内化为一种责任伦理[36] 。 这种责任伦理随着社区互动与社区协作的深入,
已经被建构为粉丝社区内部的群体规范和共享期望,成为粉丝社区集体行动的重要基石[35,53] 。 尽管

粉丝社区愿意将对偶像的这种集体承诺以炫耀的方式表现出来,如在商业广场的大屏幕播放应援偶

像的视频,购买偶像代言的商品并在社交媒体上有组织地“晒单” 。 但不断累积的实践反馈逐渐让粉

丝意识到,只从商业推广和市场营销的层面来支持偶像,并不足以助力偶像的职业生涯,甚至还可能

起到反作用;而通过天然具有正当性且可见性较强的社会参与行为来为偶像争取官方认可和公众好

感,进而提升偶像的商业价值,则是一个相对安全的策略。 故而,粉丝社区的社会参与行动往往被认

定为对明星及社区忠诚和道德责任的展现,越是深度嵌入社区的粉丝,越可能认同这一群体规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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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进而投入社会参与的具体行动[54] 。
近年来,媒体经常将粉丝描绘成盲目和非理性的,公众对粉丝的刻板印象与不满逐日累积,国家

遂不断强化对粉丝的治理[55] 。 粉丝需要表现出更加符合官方导向和公众期许的积极参与姿态,才
有可能挽回“污名化”的形象并从政治上获得生存空间。 由此,基于“命运共同体”的声誉管理责任,
也成为嵌入社区的粉丝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动机。 粉丝不仅以明星的名义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还经

常以粉丝社区自身的名义去参与。 在此过程中,虽然线上协作性参与是粉丝的常规选项,但线上主

张性参与也没有被放弃。 一则,当主张性参与关切的目标和利益符合官方主导的框架及公众的主流

认知时,粉丝能够降低对参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的不确定性,积极投入其中,甚至借助这些主张性

参与的高关注度获得主流的认可[34] ;二则,部分粉丝将主张性参与作为攻击偶像竞争对手、主动靠

拢公权力的策略与手段[38-39] ;三则,主张性参与的目标性和介入性导致其参与门槛更高,但粉丝在社

区中习得的参与技能以及培养的效能感,有助于提升他们参与的可能性。 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2a:粉丝社区嵌入显著正向影响其线上协作性社会参与

H2b:粉丝社区嵌入显著正向影响其线上主张性社会参与

(五)线上社会参与和线下社会参与

作为主要通过互联网集结,并以互联网作为主要活动场域的群体,当前粉丝的社会参与路径高

度依赖互联网,集中表现为线上社会参与。 然而,有学者对线上参与的价值持怀疑态度,认为线上社

会参与极低的活动成本和简单的行为方式,可能会助长“懒汉主义行动”或“点击行动主义” ,这种社

会参与实际作用有限,只能给人们带来“虚假的成就感” ,难以转化为持续的抗争动力与实际的线下

行动[56] 。 相反,另一些学者指出,正是线上参与的低成本和便捷性使得它能够成为线下参与的训练

基地[57] 。 部分实证研究也证实,通过“动员效应” “溢出效应” “强化效应”等机制,线上参与对线下

参与有正向促进作用[58-59] 。 不过,另有研究表明,线上参与是否能够真正转化为线下参与,将受到诸

如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政治信任、参与渠道等因素的影响[60-61] 。 基于现有研究的不同观点,
综合考量粉丝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及其社会参与动机的复杂性,本研究提出问题:

RQ1:粉丝的线上协作性社会参与是否正向影响其线下协作性社会参与?
RQ2:粉丝的线上主张性社会参与是否正向影响其线下主张性社会参与?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收集及样本状况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探索粉丝的粉丝—明星关系嵌入、粉丝社区嵌入与青年社会参与之

间的关系。 本研究综合比较了多国青年法定年龄的界定[62] ,将青年的范围划定为主流定义的 15 ~
30 岁,调查对象限定为该范围内的群体。 问卷根据被访者自我报告是否为某位明星的粉丝来进行筛

选,回答为“是”的被访者为本研究所定义的“粉丝” 。 问卷正式发放前进行了前测,共回收问卷 116
份,可靠性分析显示各个变量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其后,问卷委托“问卷星”网站在其样本池中

发放。 从 2022 年 5 月 1 日开始,共向 2426 人发出邀请,截至同年 5 月 25 日,共成功回收有效问卷

1224 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 50. 5%。 其中,粉丝群体 915 份,非粉丝群体 309 份。
在本次调查的 915 名粉丝样本中,男性占 26. 6%,女性占 73. 4%,平均年龄为 24. 4 岁;大学本

科 / 大专学历者占 91. 1%;过去一年主要居住地为北上广深的被访者占 28. 9%,其他直辖市及省会城

市占 41. 9%,其他城市占 23. 7%;每月生活花销 / 零用钱在 2000 元以下者占 39. 7%,2001 ~ 5000 元

者占 46. 6%,5000 元以上者占 13. 7%。 样本人口统计学信息见附录①。
(二)变量的设计及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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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参与

综合借鉴既往研究成果[63-66] ,本研究共用 13 个项目测量因变量社会参与。 受访者在李克特五

级量表中选择他们在过去一年中参加相关活动的频率(1 = 从不,2 = 一年几次,3 = 一个月几次,4 = 一

周几次,5 =几乎每天) 。 在 13 个项目中,线上协作性社会参与包括 4 个项目( M = 3. 05,SD = 1. 67,
Cronbach􀆳s

 

α
 

= 0. 94) ,如“评论、转发、撰写社会公共事务相关信息” ;线上主张性社会参与包括 2 个

项目( M = 1. 90,SD = 1. 49,Cronbach􀆳s
 

α
 

= 0. 86) ,如“在线向相关管理部门提出建议、举报或投诉” ;
线下协作性社会参与包括 5 个项目( M = 2. 92,SD = 1. 61,Cronbach􀆳s

 

α
 

= 0. 95) ,如“在线下社会公益

活动中担任志愿者” ;线下主张性社会参与包括 2 个项目 ( M = 2. 47, SD = 1. 50, Cronbach􀆳s
 

α
 

=
0. 84) ,如“用写信或打电话等方式联系相关部门提出建议或举报投诉” 。

2. 粉丝—明星关系嵌入

本研究将粉丝—明星关系嵌入建构为包含行为投入和资源投入两个维度的二阶构念( higher-or-
der

 

construct) 。 其中,行为投入维度的各题项是同一投入特质的不同表现,指标之间存在共变关系,
因此该维度内部各项目采用反映型( reflective)测量模型;资源投入维度的两个指标则从不同侧面构

成了粉丝的资源投入总量,两者之间不必然共变,因此该维度内部各项目采用形成型( formative)测量

模型;两个维度共同形成二阶的粉丝—明星关系嵌入构念[67]233-234 。
行为投入通过粉丝参与明星相关活动的频率来测量。 本文研究者于 2020 年 9 月至 2022 年 3 月

在以新浪微博明星超话为代表的粉丝社区内进行非参与式观察记录,并总结和提炼出粉丝的日常活

动。 根据观察的结果,行为投入通过 7 个项目来测量,如“在各个平台搜索、浏览这位明星的消息” 。
受访者在李克特五级量表中选择他们在过去一年中参加这些活动的频率(1 = 从不,2 = 一年几次,3 =
一个月几次,4 =一周几次,5 =几乎每天;M = 2. 54,SD = 0. 70,Cronbach􀆳s

 

α
 

= 0. 78) 。
资源投入通过粉丝在追星活动中投入的客观资源来测量,包括 2 个项目:每天用于追星相关活

动的时间(小时) ( M = 1. 44,SD = 1. 12)和过去一年中的追星开销(1 = 500 元以下,2 = 500 ~ 1000 元,
3 = 1001 ~ 1500 元,4 = 1501 ~ 2000 元,5 = 2001 元以上;M = 1. 65,SD = 1. 06) 。

3. 粉丝社区嵌入

本研究将粉丝社区嵌入建构为包含社区互动和社区协作两个维度的二阶构念,两个维度的项目

均采用反映型测量模型,两个维度共同形成二阶的粉丝社区嵌入构念。 同样基于非参与式观察与提

炼,粉丝社区嵌入通过 6 个项目来测量,受访者在李克特五级量表中选择他们在过去一年中参加相

关活动的频率(1 =从不,2 =一年几次,3 =一个月几次,4 = 一周几次,5 = 几乎每天) 。 其中,社区互动

包括“在粉丝社区发布 / 转发 / 回复帖子”等 3 个项目( M = 3. 28,SD = 1. 45,Cronbach􀆳s
 

α
 

= 0. 94) ;社
区协作包括“ 参加粉丝社区的线上集体活动” 等 3 个项目 ( M = 2. 25, SD = 1. 03, Cronbach􀆳s

 

α
 

=
0. 84) 。

4. 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每月生活花销、明星喜爱程度和明星社会参与

感知。 其中,明星喜爱程度通过受访者对“您目前对这位明星的喜爱程度”的 10 分制自评来测量( M
= 8. 60,SD = 1. 25) ;明星社会参与感知通过受访者对“您喜爱的明星经常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吗”的回

答来测量(1 =基本不参与,2 =偶尔参与,3 =经常参与) ( M = 2. 44,SD = 0. 65) 。
(三)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 PLS-SEM)评估粉丝—明星关系嵌入、粉丝社区嵌入与

社会参与之间的关系。 选择 PLS-SEM 的原因在于:第一,本研究的模型同时包含反映型和形成型测

量模型,PLS-SEM 能够灵活处理这两种测量模型的混合使用;第二,本研究涉及二阶构念的建模,
PLS-SEM 为高阶构念的估计提供了成熟的方法论支持[67]233-234 。 具体而言,本研究采用两阶段法

( disjoint
 

two-stage
 

approach)对关系嵌入和社区嵌入两个二阶构念进行建模,并通过 5000 次 Boots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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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抽样检验路径系数的显著性。

三、研究发现

(一)测量模型检验

本研究的测量模型包含反映型和形成型两种类型,需分别进行评估。 对于反映型构念,首先对

其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 行为投入、社区互动、社区协作、线上协作性社会参与、线上主张性社会参

与、线下协作性社会参与、线下主张性社会参与的 CR 值均大于 0. 7,且 Cronbach􀆳s
 

α 值均大于 0. 7,说
明信度良好。 以上各潜变量的平均方差提取量( AVE)值均大于 0. 5,收敛效度良好。 各变量间相关

系数均在 0. 01 水平上显著( p<0. 01) ,且相关系数绝对值均低于对应的 AVE 平方根值,区分效度良

好。 详细结果见附录①。
对于形成型构念,本研究从共线性和外部权重两个方面进行评估。 在资源投入(一阶形成型构

念)层面,每天追星时间和追星开销两个指标的方差膨胀因子( VIF)均为 1. 07,远低于 5,不存在严重

多重共线性问题。 两个指标的外部权重分别为 0. 57( p<0. 001)和 0. 69( p<0. 001) ,其中追星开销的

权重较高,表明金钱投入对资源投入的构成贡献略大于时间投入。
二阶构念粉丝—明星关系嵌入由行为投入和资源投入两个维度构成,外部权重分别为 0. 82( p<

0. 001)和 0. 35( p<0. 001) ,均显著,表明两个维度对关系嵌入均有显著贡献。 其中,行为投入的权

重明显高于资源投入,说明粉丝具体的行为实践方式比客观资源投入对关系嵌入的构成贡献更大。
二阶构念粉丝社区嵌入由社区互动和社区协作两个维度构成,外部权重分别为 1. 73( p = 0. 044)

和 2. 53( p<0. 001) ,均显著,表明两个维度对粉丝社区嵌入均有显著贡献。 其中社区协作的贡献更

大,说明社区协作在界定和形成粉丝社区嵌入方面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二)结构模型检验

本研究采用 Bootstrapping 方法,建立 95%Bootstrap 置信区间,进行 5000 次抽样,对模型进行检验。
内生变量线上协作性社会参与、线上主张性社会参与、线下协作性社会参与和线下主张性社会

参与的 R2 分别为 0. 15,0. 20,0. 61,0. 40,表明线下社会参与的解释力达到中等以上水平[67]175 。 各

变量 Q2 分别为 0. 13、0. 17、0. 13、0. 14,均大于 0,表明模型具有预测相关性[67]178 。
结果如表 1 所示,粉丝—明星关系嵌入显著正向预测线上协作性社会参与( β = 0. 20,p<0. 001)

和线上主张性社会参与( β = 0. 36,p<0. 001) ,支持 H1a 和 H1b。 粉丝社区嵌入显著正向预测线上协

作性社会参与( β = 0. 12,p = 0. 003)和线上主张性社会参与( β = 0. 09,p = 0. 047) ,支持 H2a 和 H2b。
此外,针对 RQ1 和 RQ2,线上协作性社会参与显著正向预测线下协作性社会参与( β = 0. 77, p <
0. 001) ,线上主张性社会参与显著正向预测线下主张性社会参与( β = 0. 63,p<0. 001) 。 外生变量到

内生变量的四条路径的效果量( f2 )详见表 1,各路径效果量偏小,其中粉丝—明星关系嵌入对线上主

张性社会参与的效果量相对最大[68]413-414 。
对于间接效应,粉丝—明星关系嵌入通过线上协作性社会参与间接预测线下协作性社会参与

( β = 0. 15, p < 0. 001) ,通过线上主张性社会参与间接预测线下主张性社会参与 ( β = 0. 23, p <
0. 001) 。 粉丝社区嵌入通过线上协作性社会参与间接预测线下协作性社会参与( β = 0. 08, p =
0. 003) ,但通过线上主张性社会参与间接预测线下主张性社会参与只达到边界显著( β = 0. 07,p =
0. 050) 。

控制变量方面,明星社会参与感知显著正向预测线上协作性社会参与( β = 0. 19,p<0. 001) 。 明

星喜爱程度显著负向预测线下协作性社会参与( β = -0. 06,p = 0. 004) 。 其余控制变量与各类社会参

与均无显著关联。 图 1 描述了结构模型的检验结果。
此外,为回应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本研究建立了竞争模型(将社会参与作为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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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粉丝—明星关系嵌入和粉丝社区嵌入作为因变量)进行比较。 结果显示,竞争模型的解释力低于

本研究提出的理论模型,支持当前的路径方向。

表 1　 结构模型的解释水平及路径系数

路径 路径系数 标准误 t 值 p 值 f2

直接效应

粉丝—明星关系嵌入→线上协作性社会参与 0. 20 0. 04 5. 15 <0. 001 0. 03

粉丝—明星关系嵌入→线上主张性社会参与 0. 36 0. 04 9. 87 <0. 001 0. 11

粉丝社区嵌入→线上协作性社会参与 0. 12 0. 04 2. 99 0. 003 0. 01

粉丝社区嵌入→线上主张性社会参与 0. 09 0. 05 1. 98 0. 047 0. 01

线上协作性社会参与→线下协作性社会参与 0. 77 0. 02 38. 67 <0. 001 —

线上主张性社会参与→线下主张性社会参与 0. 63 0. 02 28. 90 <0. 001 —

间接效应

粉丝—明星关系嵌入→线上协作性社会参与→线下协作性社会参与 0. 15 0. 03 5. 16 <0. 001 —

粉丝—明星关系嵌入→线上主张性社会参与→线下主张性社会参与 0. 23 0. 03 8. 93 <0. 001 —

粉丝社区嵌入→线上协作性社会参与→线下协作性社会参与 0. 08 0. 03 2. 96 0. 003 —

粉丝社区嵌入→线上主张性社会参与→线下主张性社会参与 0. 07 0. 04 1. 96 0. 050 —

　 　

图 1　 结构模型检验结果

备注:∗ p<0. 05,∗∗ p<0. 01,∗∗∗ p<0. 001。

四、结论与讨论

随着粉丝文化的不断发展变化,“追星”不仅成为当前我国青年日常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而且

正在发展为影响青年社会参与的重要力量。 为了探索“追星”及“饭圈”对粉丝社会参与的影响,本
研究基于嵌入性理论,将粉丝—明星关系嵌入与粉丝社区嵌入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综合考察了两种

嵌入机制对青年社会参与的影响,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粉丝—明星关系嵌入程度越深的粉丝,其线上社会参与越积极。 这一结果与 Wen 等的研

究发现———粉丝对明星的投入与其政治和公民参与之间不存在直接关联———存在差异[22] 。 导致这

种差异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 Wen 等的测量指标主要为认同、亲和力等心理层面的因素,而本研

究重点考察了包括时间投入、金钱投入等在内的粉丝资源投入与实践行为。 另一方面则可能是研究

样本差异的影响。 Wen 等的研究样本来源为澳门地区的大学生,本研究的样本则绝大部分居住在中

国内地。 “内娱”高度遵从政治逻辑的独特性让浸淫于此环境的粉丝更容易识别官方在明星治理方

·38·胡岑岑　 等:粉丝—明星关系嵌入与粉丝社区嵌入对青年社会参与的影响研究



面的动向,也更能理解政治合法性之于偶像的重要意义,从而主动借助天然具有正当性的社会参与

行为来为偶像争取官方认可。 此外,Wen 等的研究时间为 2014 年,彼时我国的粉丝文化尚未进入当

前语境中的“饭圈化”阶段,粉丝还未被如此深入地整合到明星制造的产业链中[49] 。 而如今,粉丝已

经主动或被动地成了明星的推广者,他们在追星过程中的“做数据” “控评”等行为会培养其线上社

会参与活动所需要的技能,越是深度嵌入与明星关系的粉丝,越有可能熟练运用相关技能完成参与。
在粉丝—明星关系嵌入内部,“行为投入的贡献大于资源投入”这一研究发现也能说明这点。 参加数

据活动、产出粉丝作品等行为实践,不仅意味着精力的投入,更使粉丝深度嵌入了围绕明星运转的实

践网络。 粉丝从中获得的技能和经验构成了他们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资本,使其更有能力跨越娱乐

与公共生活的边界。 而单纯的时间和金钱投入只反映资源消耗的程度,并不必然带来技能和经验的

积累,因此对社会参与的预测力有限。
第二,粉丝—明星关系嵌入能通过粉丝的线上社会参与,间接促进其线下社会参与,其中对主张

性社会参与的影响比对协作性社会参与的影响更强。 既往研究表明,人们通过线上社会参与所获取

的信息、培养的能力、建立的信任机制可以激励他们投身线下社会参与[69] 。 对于粉丝群体来说,尽
管线下社会参与由于低便利性和非匿名性等因素面临着更高的参与门槛与风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

们无法实现有效的线下社会参与。 相反,线上与线下的参与可以形成良性互动,线上积累的经验、技
能和效能感能够延续到线下活动中。 至于主张性路径比协作性路径更强的原因,可能在于主张性参

与在行动逻辑上更强调权力监督与权利声张,需要参与者具备较强的情感支持与身份认同。 而粉

丝—明星关系嵌入所提供的情感联结,恰好为这一机制提供了关键支撑,使粉丝更倾向于在相关公

共议题中主动发声,并通过线上平台迅速形成意见聚合,进而外溢至线下行动实践。 相比之下,协作

性社会参与更侧重公共表达与资源整合,参与路径相对理性,风险程度也较低,对情感动员的依赖程

度较低,因此粉丝—明星关系嵌入的边际影响相对有限。
第三,粉丝社区嵌入高的粉丝,其线上社会参与程度也高,进而促进线下社会参与。 根据既往研

究,社区的有效性体现在成员感、影响力、需求满足以及情感连接等多个维度[70] 。 嵌入低的粉丝的

社区活动主要停留在社区签到以及浏览、发布及回复帖子等社区互动行为。 这种较为浅层的参与方

式对他们与其他粉丝建立紧密的关系,形成深层次的社区认同,受到社区内其他粉丝的感召,进而追

随社区进行社会参与的影响显然是有限的。 相反,嵌入高的粉丝不仅在社区中发帖与留言,还积极

参加社区组织的“做数据”活动、线上“团建”活动、线下粉丝活动等社区协作行动,通过这些深度参

与的行为,粉丝得以建立起与其他粉丝的亲密关系和情感联结,强化了对社区的认同和信任。 在此

前提下,粉丝对于社区在各种因素作用之下做出的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策略性选择形成了较高

的认同度和效能感,具备了较强的社会参与意愿。 与此同时,粉丝社区的规模化、结构化、功能化和

制度化程度的提升[49] ,还为粉丝降低了社会参与的门槛,增强了社会参与的效能感,提升了社会参

与的技能,提供了社会参与的机会,进而促成了嵌入高的粉丝通过粉丝社区实现社会参与的行为。
至于粉丝的线上参与积极性能够延续到线下活动中,首先是因为在社区中建立的人际网络为他们提

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支持,鼓励他们参与更广泛的社会事务;其次,粉丝在线上社区中积累的参与技

能、效能感和群体认同,也为其线下行动提供了持续的动力与能力支撑,使得组织志愿服务或公益募

捐等线下行动更易发生[71] 。 此外,粉丝通过线上社会参与不断受到积极价值观的影响,逐渐增强对

社会责任的认知,也有助于推动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参与相关线下活动。 因此,嵌入高的粉丝在

社区中的线上参与为其线下社会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四,粉丝社区嵌入对线上协作性社会参与的影响比对线上主张性社会参与的影响更强。 这一

差异可以从两类参与的行为特征及其与社区日常实践的契合程度来理解。 线上协作性社会参与的

主要表现为传播公共事务信息以及慈善捐赠等行为,这些行为与粉丝在社区中的信息互动、公益应

援等日常实践高度相似。 长期的社区参与使粉丝积累了信息传播能力,并熟悉协作性参与的路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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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因此相关经验能够在公共议题情境中得到延续与拓展。 同时,协作性参与的风险系数较低也

使得上述行为模式更容易被激活与迁移。 相比之下,线上主张性社会参与表现为向管理部门提出建

议、举报或投诉等行为,这类指向权利主张与权力监督的参与,不仅需要参与者具备对制度渠道的认

知和运用能力,而且其行动对象超出了粉丝社区的日常实践范畴。 尽管社区嵌入有助于提升粉丝的

集体效能感和参与意愿,但社区中积累的经验与技能向主张性参与的转化存在一定的“行为距离” ,
因此社区嵌入对主张性参与的预测作用相对有限。

第五,在控制变量中,明星社会参与感知显著正向预测粉丝的线上协作性社会参与,这表明感知

到明星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粉丝,其协作性参与水平也更高。 值得注意的是,在控制了这一变

量后,关系嵌入和社区嵌入对社会参与的预测效应依然显著,说明这两种嵌入对社会参与具有独立

于明星示范效应的预测作用。 而明星喜爱程度显著负向预测线下协作性社会参与,这可能意味着对

明星高度喜爱的粉丝将更多精力投入在线上追星活动中,反而减少了线下社会参与的时间和机会。
本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将嵌入性理论引入粉丝文化与社会参与的研究领

域,为理解追星行为的社会后果提供了一个整合性的理论框架。 其二,在概念层面对粉丝—明星关

系嵌入和粉丝社区嵌入进行了多维度建构。 既有研究多将粉丝与明星的关系或社区参与视为单一

维度的概念,本研究则从实践方式与资源消耗、个体互动与集体协作出发,揭示了不同维度对粉丝社

会参与的差异化贡献。 这种概念上的细分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粉丝文化中哪些要素真正驱动了社

会参与。 其三,将社会参与细化为协作性与主张性两种类型,并考察了线上向线下的传导路径,为认

识粉丝社会参与的复杂性提供了更精细的经验证据。
虽然本研究在量化分析粉丝“追星”与其社会参与的关系方面做出了探索,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 第一,本研究采用截面数据,虽然竞争模型比较为当前路径方向提供了支持,但无法完全排除变

量间存在反向因果或双向因果的可能性,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追踪设计进一步厘清变量间的因果方

向。 第二,研究仅从行为层面对粉丝群体的社会参与进行了考察,参与动机等心理层面的变量未涉

及。 在我国特殊的语境下,粉丝社会参与的动机较为复杂[72] ,那些以偶像之名完成的社会参与,其
本质究竟是一种应援行为还是公民行为,有待进一步探讨。 第三,研究中仍可能存在其他未被控制

的混淆变量(如粉丝的一般政治兴趣、社交媒体使用习惯等)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丰富控制变量以增

强结论的稳健性。
(感谢赵璇在本文构思与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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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Fan-Celebrity
 

Relationship
 

Embeddedness
 

and
 

Fan
 

Community
 

Embeddedness
 

on
 

Chinese
 

Youth
 

Social
 

Engagement

Hu
 

Cencen(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Zhu

 

G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Despite
 

the
 

ongoing
 

controversies
 

surrounding
 

“ chasing
 

stars”
 

and
 

“ fandom” ,fan
 

culture
 

is
 

gradually
 

emerging
 

as
 

a
 

new
 

force
 

influencing
 

the
 

youth
 

people􀆳s
 

public
 

life. Based
 

on
 

embeddedness
 

theory,
this

 

study
 

uses
 

a
 

survey
 

to
 

explore
 

how
 

fan-celebrity
 

relationship
 

embeddedness
 

and
 

fan
 

community
 

embed-
dedness

 

affect
 

youth
 

social
 

engagement.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both
 

fan-celebrity
 

relationship
 

embeddedness
 

and
 

fan
 

community
 

embeddednes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influence
 

online
 

social
 

engagement,which
 

in
 

turn
 

promotes
 

offline
 

social
 

engagement. Moreover, fan-celebrity
 

relationship
 

embeddedness
 

has
 

a
 

stronger
 

effect
 

on
 

assertive
 

social
 

engagement,while
 

fan
 

community
 

embeddedness
 

has
 

a
 

more
 

pronounced
 

effect
 

on
 

collaborative
 

social
 

engagement,reflecting
 

the
 

differentiated
 

impacts
 

of
 

the
 

two
 

types
 

of
 

embeddedness
 

on
 

so-
cial

 

engagement. The
 

study
 

argues
 

that
 

fan
 

activities
 

and
 

fandom
 

life
 

have
 

a
 

notable
 

impact
 

on
 

youth
 

social
 

engagement
 

and
 

should
 

be
 

guided
 

appropriately
 

to
 

harness
 

their
 

positive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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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celebrity;fan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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